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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穆斯林與「有經人」之間的接觸：歷史與展望

馬  平

寧夏社會科學院回族伊斯蘭教研究所
穆斯林把基督教和猶太教徒稱之爲“有經人”，回耶、回猶之間，曾經有過廣泛的接觸。在中國歷史上，基督教曾經將觸角伸入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民族族群中，堅持多年，雖無明顯的收穫，但依法處理鍥而不捨。爲數不多的猶太人，則多融於回族中。基督教在當代國際大背景下，挾其經濟強勢，向穆斯林再度開展宣教攻勢，這種動向，在當代中國西北穆斯林民族地區值得關注。

《古蘭經》中有關耶穌的啟示
黃玉明
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系

在伊斯蘭教的信條中，信使者和信經典佔了五項中的兩項，可見阿拉藉使者所傳遞的啟示的重要。
伊斯蘭教信啟示是阿拉藉祂自己揀選的使者（即先知，屬少數人）傳遞給大羣的人，它不是直接降示給每一個人。而這啟示經使者的傳遞後，也以經典的形式留存下來。其中主要的使者包括穆薩（即摩西）和爾撒（即耶穌），而主要的經典也包括《討拉特》（即摩西五經）和《引支勒》（即福音書）。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使者已死，而留下的經典，除了穆罕默德的《古蘭經》外，伊斯蘭教以其他經典都被竄改。這樣說來，以上提到信「他以前所降示的經典」，就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只能以《古蘭經》為信仰之根本，而能信的內容就只有在《古蘭經》中提到的，甚至人也分不出哪些內容在以前的經典中提到過的了，較可能的是那些相同或相近的內容。總之，信的內容就只能約縮為《古蘭經》的範圍，因它是伊斯蘭教認為唯一留存的經典。

既是這樣，現今信道的人
 ──穆斯林──就不能信以前的經典；剩下的就只有關於阿拉在其他時代和在其他的人當中曾派遣其他的使者和降示其他的經典這回事，以及當時造成的果效。此外，伊斯蘭教以它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同源，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阿拉對歷世歷代的民族都有降示，而伊斯蘭教以自己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分享歷史、基本信仰和價值，而《古蘭經》的內容「重複、肯定和完成」猶太教的《聖經》（舊約）和基督教的《聖經》（新舊約）。
 究竟它重複了甚麼？又完成了甚麼呢？其中應該包括伊斯蘭教的《古蘭經》提到的人物如亞伯拉罕、摩西和耶穌等，並他們傳播的信仰，當中尤其是一神觀。伊斯蘭教認為三個宗教的信徒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在血源或精神上），都從神領受了啟示，亦都是相信獨一的神。在信仰上仍必須從伊斯蘭教的角度來看，即根據《古蘭經》啟示作為準繩。正確地說，信仰就是《古蘭經》所教導的。如此說來，無論經典或信仰，都只約縮為《古蘭經》和伊斯蘭教信仰。而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徒對伊斯蘭教來說就是不信道的人。

伊斯蘭教雖然出現最遲，他們卻把從前至今傳播為普世宗教的猶太教和基督教說成限於某民族、某時間及某地域的地方宗教；而他們的教導，卻是阿拉藉所差遣的最後使者穆罕默德，降示了《古蘭經》的內容，而以後就再沒有了。他們是向全世界傳遞阿拉的啟示（25:1），這樣伊斯蘭教就從地方範圍延伸至普世範圍。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正統身分隨着伊斯蘭教對他們經典的看法──經典內容的更改──而被伊斯蘭教視為喪失了（筆者並沒有從伊斯蘭教的教導中，找到他們認定的某個明確時間、哪些人把基督教的哪些重要內容竄改了），伊斯蘭教則搖身躍升為唯一傳播正確啟示內容的普世宗教。（當然，筆者這樣說，純然從伊斯蘭教的教導看；而事實上，猶太教和基督教各自仍是普世宗教。）究竟我們如何看《古蘭經》是唯一正確啟示的聲稱呢？

一方面，伊斯蘭教稱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徒為 “people of the Book”
 （聖書的民族）來表示彼此的同源，認為大家都出自亞伯拉罕；因為彼此屬一神信仰，故有共同立場反對多神宗教。一方面，他們又以兩個一神宗教信徒（猶太教徒和基督徒）為不信者（非穆斯林）；在一神論上與基督教的三一論和基督論大大爭議。他們究竟基於甚麼來贊同和爭議呢？

假如伊斯蘭教的《古蘭經》為現今唯一的啟示，作為不信者的基督徒和猶太教信徒，究竟照伊斯蘭教的尺度還擁有多少「啟示」？主要被認為更改的部分又是甚麼？這究竟對人是否能進入來世（the world to come）帶來甚麼影響？這樣的問題是不能不仔細研究的。本文主要從四方面著手：一是《古蘭經》作為啟示從口傳到文字記錄的過程如何面對非議和危機；二是歷史中伊斯蘭教如何按《古蘭經》中的有關耶穌的啟示回應基督教；三是在內地和香港的一些相關研究。筆者盼望能對《古蘭經》作為唯一啟示的假設上作出一些堅實的評議。
Samuel Zwemer in China :

His Views of Islam and Impacts on China’s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Ho Wai-Yip何偉業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香港教育學院數社科技學系
This research note explores the influential impacts of Samuel Marinus Zwemer (1867-1952) in shaping the Christian’s view of Islam and the China’s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period. While his pioneering appeal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Arabia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ut his devo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Muslim world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With reference to the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s archival documents, “The Rev. 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 this paper seeks to re-discover Samuel Zwemer’s vision of Islamic geography and his impacts to the China’s Christian-Muslims through the inauguration of an academic journal The Moslem World, global mobilization of young students in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 (S.V.M) (e.g. William Borden, so called Borden of Yale’09) and the local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

回族的「三力」、「三位」論及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亮點

趙  杰
寧夏北方民族大學



中國回族有1千萬人口，是中國除漢族外影響力最強最個性的民族，回族在敬主愛國思想的指導下，在中國幾百年來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大民族夾縫中生存到成爲中國亮點的民族，其主要的法寶是“三力”、“三位”之特徵，即回族在與其他民族交往中的“親和力”、“溝通力”、“適應力”，漢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了“級本位”，滿族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齒本位”，回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序本位”，比如，不管高官還是百姓參加回族婚喪嫁娶等活動都按先來後到的順序，回族不管高官還是百姓，如果去世都是簡喪等。回族在中國自覺地把信仰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成爲多民族的中國裏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之一，這是值得肯定和宣傳的亮點。

二十世紀中國伊斯蘭教派的新格局
丁士仁

蘭州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所

伊斯蘭教自唐朝傳入中國以來，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紮根落戶。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歷程中，中國穆斯林藉伊斯蘭的精神和源泉創造了獨特的中國伊斯蘭文化，爲華夏文明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當伊斯蘭文化在這遙遠的國度緩慢發展的過程中，來自國外的思想持續不斷地影響著中國穆斯林的傳統，促生新的文化形態。傳入中國的思想和理論，由於其傳入渠道的不同和傳入時間的不一，加上伊斯蘭在這塊新的棲息地受其人文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文化上形成了有別於其原生地的一些特質，呈現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形態。這一現象反映在中國形成的不同的教派、學派和門派的學說當中。具體說來，由於國外伊斯蘭世界各種思想的影響，在中國形成了特色非常鮮明的四大教派：格迪目、門宦、伊赫瓦尼和賽萊夫。這一劃分的方法與目前流行的說法不一致，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各自的特徵對四大教派的存在進行論證。
獨具魅力的帕米爾伊斯蘭文化
張來儀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歷經漫長歷史歲月整合的帕米爾伊斯蘭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魅力。帕米爾現今的絕大多數居民（塔吉克斯坦20多萬，中國3萬多）在信仰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支派——伊斯瑪儀派的同時，遠古時代的原始宗教信仰、禮儀禮俗仍然存在，持續發展。帕米爾人的思想觀念上明顯地打有宗教混合主義的烙印，既有鮮明的伊斯瑪儀派特性，又保留著自己遠古時代的習俗。在帕米爾出現了伊斯蘭文化、前伊斯蘭文化和非伊斯蘭文化（古代伊朗的祆教文化）合流的壯觀場面。當代帕米爾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體系既非純而又純的伊斯蘭教伊斯瑪儀派文化，也非原汁原味的帕米爾傳統文化。在帕米爾，各種不同質的文化和睦共處、水乳交融，並各自在人們精神生活的不同領域發揮著主導作用。帕米爾的宗教文化合流現象爲探索各種異質文化交流、衝突及最後與土著文化的融合規律提供了豐富的實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對帕米爾宗教文化個案的研究還將進一步彰示“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樣性，才能實現各種文明共同進步”的文化發展觀，淡化今世人對所謂“文明衝突論”所引發的憂慮。帕米爾伊斯瑪儀派還是中國唯一的什葉派；它的存在使中國的伊斯蘭地圖更加絢麗多彩。

宗教文化资源的精神供給與和諧社會建設

——以河湟民族走廊的臨夏回族自治州的伊斯蘭教為例

  楊文炯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張  嶸  西北師範大學文史學院   
宗教是人類社會重要的精神文化資源，在市場經濟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下，為各種宗教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社會空間。臨夏的伊斯蘭教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在多元宗教的河湟地區，立足民間草根社會，發揮民間組織的橋樑作用，建立宗教內部、宗教之間的對話、溝通和理解機制十分必要。因為在這一地區，沒有宗教之間的和諧，就沒有民族之間的和諧，就沒有社會的和諧。通過對話，每一個宗教放棄自身排斥性的、宰製性的觀念和宣教，才可能形成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和諧格局，每一種宗教的精神文化資源才可能惠及社會，澤被眾生。
試論王岱輿的天人關係思想
金  貴

寧夏社會科學院回族伊斯蘭教研究所
在王岱輿那裏，天是與地相對應的一自然存在，其在宇宙中的位置，雖很重要，卻不顯赫。人卻不然，他認爲，人在宇宙中地位顯赫，爲萬物之靈。對於天人關係，提出三個基本的判斷，即天人同源、天人相依及天人相通。立足於人，卻又不輕視天是王岱輿天人關係思想的一大特點。

對於天這一重要範疇，王岱輿認爲，天自是天，主宰自是主宰；天非命運之天、道德之天、義理之天；天沒有意志，沒有目的，不能對人進行賞與罰，天也並非人們的崇拜物件；在大多數時候，天往往與地相對應而共同出現，如“天地”、“天地萬物”、“天地人神”等，天僅指與地相對應的自然之天；天命也非天降之命，只是從天而下的真主之命。王岱輿也重視人，提出，人有自由，有智慧，知禮儀，辨是非善惡，懂倫理，靈超萬品，至高至貴，爲萬物之靈。

王岱輿強調，天與人關係極爲密切，有著同質的同一性，即真主。天與人均反映了真主，只不過天反映的是真主之大能，而人反映的則是真主之品級，如他說：“真主自證其大能，造化了天地；自證其全品；造化了人極。”[1]（231）故天與人又質同形異。天與人之間就存在著緊密的關係，所以，王岱輿在探討天人關係時，並沒有將天與人割裂起來進行探討，而是將它們二者緊密聯繫在一起進行探討。而天人同源、天人相依及天人相通則是王岱輿對天人關係的三個基本判斷，筆者欲從上述三個方面出發，對王岱輿的天人關係思想進行探析。

“回儒”研究反思

馬雪峰

雲南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 
晚近有關中國內地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研究中，“回儒”一詞常被提及，特別是近些年有關“文明對話”研究的興起，使得這一辭彙似乎成了有關中國內地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研究中的流行辭彙。本文梳理了有關“回儒”研究的歷史。本文指出，晚近有關“回儒”的研究，多在兩種範式下展開，即“影響—接受”範式和“文明對話”範式。本文認爲，這兩種路徑多少忽略了作爲穆斯林的“回儒”的面相，也多少忽略了伊斯蘭多元傳統之基本特徵。

“天啓神授”的道德勸善之教化
連  珩、黃丹丹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

宗教是一種以教義、教規爲基礎的信仰系統——從信仰出發引出諸如神、上帝、神聖物等超自然的力量，並以此解釋人的生老病死等各種自然現象和國家的治亂興衰等各種社會現象。人們只能憑藉神秘的體驗，虔誠的信仰和崇拜，信仰神的存在而接受神的啓示。因此，從本質上說，宗教教化是一種立“教”於人們對神靈信仰基礎上的“天啓神授”式的非理性“勸善”教化。宗教教化是借助神靈的絕對權威對人的心靈的教化和對人的靈魂的救贖，是人的靈魂在信仰上帝的過程中，對去惡存善、滅欲存理和遠恨存愛之意志和德性的修煉。信教者的修行、虔敬、懺悔，是靈魂在上帝的感召下的自我拯救。而宗教教規則要求人們對神靈要崇拜、服從、接受其主宰。這就是一切神學宗教實施其社會教化的總根據和大前提。
一、以教義灌輸爲主的宗教教化機制

無論何種宗教，無不通過特定的教規、教義和儀軌勸人向善，以神學理論爲其指導而創設以各自教義爲主的教化機制，並以社會政治和倫理道德爲各自的教化內容。

宗教的社會教化，主要以宗教教義的灌輸爲主。宗教教義是各種宗教和教派得以建立和影響社會人生的思想基礎和靈魂。“教義”的絕對價值觀是宗教的基本特徵之一。宗教教義被創教者和信教者當作是永恒不變的終極真理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因此，在宗教內部，宗教教義是絕對不允許懷疑和論證的，只能以此作爲評判是非的標準、引導人生的燈塔。在宗教教義的灌輸中，人與神、靈魂與肉體、地獄與天國、善行與惡行，是一切神學宗教實施其教化的四個基本命題。其中每一個命題都由一對二元對立的概念所組成。各種神學宗教大致都是通過這四個相互關聯的基本命題來認知神學世界的：神與宇宙和神與人是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上帝和神明之間的溝通是由脫離人體的不朽的靈魂來最終實現的；人死後進入天堂還是地獄，則由上帝和神明根據其生前的善行和惡行來判定。各種神學宗教的認知系統都包括宗教的宇宙觀、社會觀、人生觀和倫理觀等，都是以人與神、靈魂與肉體、地獄與天國、善行與惡行等宗教神學的基本命題來進行設計的，並要求人們按其設計的認知方式來規範自己的思想和行爲。
二、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因果報應說教

宗教是人類建立神聖宇宙秩序的精神活動。從上古時代起，中國聖人就是通過“觀天文”、“察時變”來“化成天下”的。在古代中西方神學宗教中，“塵世”、“天堂”和“地獄”則構成了各自“宇宙圖式”的“三點一線”，其宗教教義中的因果報應之教、天堂地獄之說便在這“三點一線”上展開並發揮了其神奇的教化效應。因果報應之教、天堂地獄之說的核心意思是說，每個人在此岸的現世之所作所爲決定了他彼岸的來世待遇。神學宗教教義把彼岸世界分爲天堂和地獄，天堂爲神明和有福的靈魂居住，地獄則爲惡魔和有罪的靈魂的處所。

靈魂之天堂地獄歸屬是天堂地獄之說的核心議題。在宗教教義中，天堂地獄之說體現了神學宗教的“終極關懷”精神，爲信徒和准信徒建造了供死後靈魂永久居住的彼岸世界。當然，天堂地獄之說的宗教教化意義和本質既有神學宗教在社會教化上的本來面目，又明確了“勸善宗教”的真正目的。

香港一個穆斯林家族的移民史初探
劉義章
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系

香港是一個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移民城市。華裔佔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二，其中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約有四萬人，他們主要為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從廣州等地遷至的穆斯林及其後裔。文章論述香港一個回民家族其中一支的移民史。該家族自北而南經歷了約四百年的遷徙，其華南的開基祖於明代從北京遷到廣州，其中一支於20世紀再遷香港，迄今已繁衍至第四代。本文著重探討這一支穆斯林融入香港社會的過程，並介紹其個別成員對香港和中國以及國際社會所作的貢獻。 

落葉生根與盤根交錯：香港“華人”穆斯林的族群分析

馬建福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族群（Ethnicity）問題從過去的文化內容的分析（Geertz，1973）到交往邊界的探討（Barth，1969）再到一種多元因素、多種狀態的實踐研究（Bourdieu, 1984），這一歷程的轉變對於族群與社會的研究無疑提供了諸多便利。本文擬以這一理論轉變為研究基礎，以香港華人穆斯林社區的結構性特徵以及作為穆斯林在香港社會中的生活狀況為變量，來探討與之有關的幾個問題（一、誰是香港華人穆斯林？其中要探討的是華人穆斯林的來源問題；二、華人穆斯林的困境，都市離散的社區；三、華人穆斯林社區的內部關係）。現在看來，僅僅對香港穆斯林的衣食住行做一個民俗性文化的記述，或者與哪些人交往的日常記錄，對作為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體的結構性特徵以及作為主體的人的能動性表現並不會有個完整的把握。

本文標題中對“華人”二字做了引號，是因為此文中所要分析的並非香港穆斯林的全部，香港穆斯林不僅僅是華人，還有來自世界各地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其中印巴、印尼、菲律賓以及非洲居多。

傳統人類學研究要求研究者要定點選擇一個地方，進行長期的參與觀察、身在其中並充當角色地分析，力求達到當地人的表述。今天，特別是在城市做這樣的研究，在繼續沿用傳統方式基礎上提出“隨受訪人而動”的研究。所以筆者在開展香港華人穆斯林的研究過程中，採用了跟隨受訪人的方式，按照他們的活動軌跡，開展研究。主要活動範圍包括灣仔清真寺、九龍清真寺，中華回教博愛社，婦女會以及脫維善中學。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以及歷史文獻法等。

香港非華裔穆斯林家長對孩子學中文的意見調查研究
關之英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香港有不少南亞裔人士，其中巴基斯坦籍的南亞人士多為穆斯林。由於他們都是香港居民，所以他們的孩子通常入讀本地的學校，與本地兒童一起讀中文，考中文試。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本港非華裔穆斯林家長對孩子學中文的意見和面對的困難，研究結果可讓教育局、老師和有關人士參考。

沿河而居與商販記憶——魯西南回民的文化地圖
蘇  敏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在各類地方誌書與口述史的記敍中，山東回族的歷史多被濃縮爲一種“沿河而居”的圖像。而且，這一“地圖”多是與對回民商販生活的記憶相形而立的。本文通過文獻記載和口述史資料來分析魯西南的地理分佈、歷史與地方記憶的基本框架，試圖指出1）在魯西南，對於回民及其“宗教”的認知、記憶與想象很大程度上與“沿河而居”的格局和商販生活的景象相連；2）商販記憶中的歷史與現狀也對人們的宗教想象構築起了地理聯繫與人文脈絡。本文旨在說明，在有關回族史的書寫中，除了我們常見的線性時間，即元、明、清這樣的朝代紀元，還應當關注一種以商販生活爲參照的“結構時間”（出自埃文思-普理查德對努爾人時間觀念的分類），即描述了群體之間關係以及國家與回民之間關係的時空概念。

雲南伊斯蘭教的歷史與現狀
楊學政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雲南是中國多民族、多宗教的邊疆省。雲南有26個世居少數民族，人口約

佔全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全省400萬餘信教群衆中90%以上是少數民族。雲南邊境線長達4000餘公里，有15個少數民族與境外相同民族在國際線兩側居住，國際宗教交往十分密切。

雲南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蘭教在雲南宗教中佔有重要地位和廣泛影響。伊斯蘭教約元代傳入雲南。在長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雲南伊斯蘭教經歷了傳播、發展、成熟幾個歷史階段。清代是雲南伊斯蘭教地方化形成時期，其特點是伊斯蘭教義和儒家思想相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雲南伊斯蘭教理體系。

伊期蘭教在雲南的本土化、民族化和民俗化的演變內容主要有：經堂教育的産生和發展並採用中阿並授和中國形式的教學體制；伊期蘭教文化禮儀與儒家禮制的滲合；門宦教派中哲赫林耶派在雲南的傳播；雲南穆斯林社會政治運動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雲南伊斯蘭教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雲南伊斯蘭教的現狀是建立健全了全省性的伊斯蘭教協會和州、市伊期蘭教協會。省、州、市伊期蘭教協會爲廣大穆斯林群衆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積極開展伊斯蘭教教育，培養有學識的阿訇和各類教務人員。積極開展外事活動，加強與各國穆斯林的友好交往。充分發揮伊斯蘭教協會密切聯繫群衆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不斷協調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精心維護伊斯蘭教界和社會穩定，爲雲南的宗教和協、民族和諧、文化和諧作出貢獻。
雲南少數民族中的基督教影響及評價
韓軍學

雲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

雲南基督教主要集中在少數民族中。與在漢族中的影響不同，基督教對少數民族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和深刻的。本文主要從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兩個層面，透過人們的經濟生活、婚姻關係、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以及人們觀念的開放性、生活的計劃性、對新事物和生活現狀的態度等問題，討論分析了基督教的影響。對於這種影響及其所帶來的變化，我們認爲，基督教爲少數民族帶來了一些新的文化內涵，這種新文化的積極意義，主要表現在對現代性的適應方面，可以促進少數民族構建一種更適應現代化發展要求的文化系統，這對少數民族的未來發展是有利的。


但是，正因爲基督教對少數民族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和深刻的，因此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層面上，對基督教的認識和評價也常常是多元的。其中，對於基督教的負面評價，可以歸結爲兩點：一是基督教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排斥態度，對民族文化傳承所造成的威脅；二是少數民族基督教表現出來的較爲嚴密的組織性和內聚性，對少數民族融入主流文化的未來發展造成了阻礙，也構成了與現實政治之間的較強的張力。這些都難免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警覺。因此，在對少數民族中的基督教影響進行分析和評價時，應當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在不同的層面上對具體問題進行合理的區分和定位，以避免簡單化的一概而論的片面和武斷。
伊斯蘭教倫理與社會工作價值觀：城市回族社區發展的重要文化資源 

——構建本土特色社會工作的一種視角 

閆麗娟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如何借鑒西方社會工作的理論與方法，立足本國實際，提煉和總結我們的本土經驗，構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會工作，成為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和首要問題。以城市回族社區作為建構本土特色社會工作的典型場域，探討實現伊斯蘭教倫理與社會工作價值觀互動、融合的機制，對本土經驗的積累、加快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本土化的進程，不失為一次有意義的探索。而這一過程也預示著，社會工作在城市回族社區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與活動舞臺；伊斯蘭教倫理和社會工作價值觀將成為城市回族社區發展的重要文化資源。 

雲南回族婦女教育的傳統與現代
林  藝

雲南大學文化産業研究院
雲南省是我國回族人口分佈的主要省份，有回族人口60多萬，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回族人口中排行第 6位，在雲南少數民族中排行第3位，回族特殊的經濟現象和文化現象一直是學者研究和關注的物件，回族女性的文化形態也同樣是人們關心的話題。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選擇雲南回族婦女在教育上的一些變化來審視雲南回族女性教育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伊斯蘭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吸納與碰撞，從而引發了雲南回族女性教育的變遷。
千百年來，女性在傳統的社會中扮演著極爲重要的角色，在家庭中照顧孩子的健康，與孩子溝通情感，啓發情商、開發智力，傳授生活常識、培養和矯正行爲習慣，培養是非能力等等，這些重要任務很大程度上都落在母親上。母親採取何種教育方式將影響孩子的一生，而這種教育的質量又取決於母親自身的素質，母親素質的高低與所受教育成爲正相關關係。伴隨著歷史的進程，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更是直接成爲關係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們之所以對雲南回族女性教育的傳統與現代作個比較，旨在如何看待現代化進程中這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

在這個時代的變遷中，雲南回族婦女的教育經歷了傳統與現代的交接與過渡。回族婦女的傳統教育以伊斯蘭宗教文化的傳承爲軸心，受教育的形式和內容所決定。從形式上看，分爲家庭教育和經堂教育（也稱寺院教育）；從內容上看，可分爲宗教文化和泛宗教文化教育。雲南回族婦女的現代教育，則是指在回族文化的歷史與現實中，在承載“兩世榮光”的文化理念中，形成的具有多層次、多類型的國民教育與傳統的家庭教育和伊斯蘭教經堂教育並重的形式，更加強調回族女性人生價值的實現。

中國(內地)伊斯蘭婦女和(香港)基督教婦女的社會角色初探

羅美詩

建道神學院研究院課程

                             (論文摘要待補)

歷史上的一個和諧敘事——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一次善意會面

梁燕城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一、聖人敘事話語的力量 

1.聖人的敘事
 本文研究有關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和平對話與接觸的一段歷史，這段歷史來自聖芳濟各生平的記載， 敘事（narrative）一辭，拉丁文為Narrare，最早的出處來自蘇格蘭法典，指：(契約（deed）或檔案（document）(。敘事語句來自一種描述是歷史事實發生後，人們將這些歷史事情組成一意義系統，故基於事實而寫成的解釋，是一種歷史的文化性記錄。 在宗教傳統中，也有一種聖人敘事（hagio narrative）。 
2.故事的意義世界
 胡塞爾(Husserl)指出，生活世界(life-world, Lebenswelt)，是一切知識的終極視域。人的心靈，能構作其對生活世界的基本理解框架，來自聽故事。因著故事，人對其所見的一切，賦與了意義，由之而展開一個宏大的意義世界。由於人性本體的感通性，故事才成為可能，由於故事，又啟發出人的感通性，這可稱為一種本體詮釋學(onto-hermeneutic)的循環。 
二、一個宗教和諧與和平的聖人敘事 

1.關愛眾生的聖芳濟各 西方最被愛戴的聖人芳濟各（St. Francis of Assisi），其事蹟最為人樂道的，是他與鳥兒交往，稱之為兄弟姊妹。 聖芳濟各的聖人敘事，顯示他的心靈與天地萬物成為一體。 
2.以大悲愛入敵營的聖人 聖芳濟各這晶瑩剔透的生命，使他決定去愛原是敵人的伊斯蘭教徒。他在一二一九年隨第五次十字軍到埃及。聖人帶著和平與博愛的心前往伊斯蘭軍營，被軍隊所捕。先是被打和鎖起來，但因其真誠及簡樸的生命，得到尊重，帶到蘇丹面前。 
蘇丹艾卡美(Fariskur Al-Kaamil)是不尋常的伊斯蘭教人物，他邀請伊斯蘭的學者和教長，進行和平對話。 

在這歷史性伊斯蘭教及基督教對話中，據說穆斯林們對他十分欣賞，據阿拉伯記載，一位蘇丹導師在其墓上刻載他與一基督徒修士在蘇丹營內會面，改變了一生。蘇丹因這對話的感動，要求停戰，稍後願將聖地交給十字軍，要求正式和平。十字軍中的君王及主教均高興及同意。可惜傲慢的教皇代表Pelagius反對。 

最後十字軍攻入Damietta，搶掠財物，捉大批市民為奴隸，深受聖人影響的主教Jacques de Vitry 保護了所有兒童不受侵害。在Damietta城內，聖芳濟各建立修道所，領很多十字軍放下武器，成為修士，也有不少穆斯林受到保護，他以愛來醫治這殘暴的世界及其受害者。
三、種下了和平與仁愛 

聖芳濟各和平之旅未能成功帶來和平，但他和蘇丹留下一個偉大仁愛典範，就是敵對兩方是可以和平共處和互相欣賞的。縱使對方未有接受我的信仰，但我仍是可以愛他，甚至為他而犧牲，這才是真正無條件的愛，也是永久和平的真正基礎。

“處境之辯”與“本色之難”

——本土化視域中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對話

李  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教研究室
在中國目前官方承認的五大宗教中，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其中兩大外來宗教。它們既是一神教傳統的兩大分支，也幾乎同時傳入中國。伊斯蘭教傳入時間爲唐“永徽二年” （西元651年），基督教的傳入時間爲唐“貞觀九年”（西元635年）。如按照這一說法，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尚在伊斯蘭教之前，但在歷史上它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或曰它的本土化卻不及伊斯蘭教成功，這不能不令人深省。本文力圖通過比較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各自特徵，而揭示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歷程爲何曲折坎坷以及伊斯蘭教有哪些本土化經驗值得借鑒。

明代回族與基督徒社會生活的比較研究：外來宗教如何植根中國社會的歷史探討

郭偉聯

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系

相對唐、宋、元三朝而言，明代是一個鎖國封閉的時代，外來宗教及文化的融入理應較為困難。但近代史學家陳垣曾指出：「明人對於回教，多致好評。政府亦從未有禁止回教之事，與佛教、摩尼教、耶穌教之屢受政府禁止者，其歷史特異也。」伊斯蘭教在明代傳播與發展的特異歷史情況，對同為外來宗教的基督教而言，實在有著借鏡的作用，能為基督教如何植根中國社會這課題提供重要的價值。本文旨在嘗試比較明代回族與基督徒群體的社會生活情況，並由此探討外來宗教融入中國社會過程中值得注意的事項。

關係與權威的再生産：社會學視角下的回族寺坊組織成員的選舉
趙利生、馬小華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回族寺坊具有地理上的廣延性和文化上的內斂性。寺管會由全坊教民選舉産生，經濟因素、家族因素、社會分化、國家權力、個人因素等影響著回族寺坊組織的選舉，使這一過程成爲關係與權威的再生産。

隨著現代社會的轉型加速，宗教在世俗社會中的變遷也越來越突出，宗教與世俗社會的關係，世俗社會對宗教的影響，已成爲廣大宗教研究者關注的核心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主要是通過對表現這些變化的載體——宗教組織來實現的。因此，從組織分析的角度來看，組織選舉成立、運行以及此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社會性，是我們將對宗教的研究視角放在對其組織的研究之上的原因。學者李峰在其研究中提出：“通過組織來研究宗教，通過宗教研究社會，通過社會來研究宗教的分析思路。這樣既可以避免宗教社會學中‘組織’缺失的情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組織社會學視角中就組織而分析宗教組織的弊端”。
筆者也試圖通過這一個思路，以回族寺坊組織的選舉成立爲主線，通過挖掘影響選舉的主要因素，以及其成員人際關係與權威的構建來分析整個回族鄉村社會。
“夷化”與“洋化”——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在中國

丁  俊

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宗教研究中心

(丁俊教授因教學任務未能出席會議)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均不及佛教深入，蓋因伊斯蘭教總被“夷化”，而基督教則往往被“洋化”。

一、“夷化” 的伊斯蘭教：

“夷化”即視伊斯蘭教為蠻夷之族或少數民族的宗教，其中含有兩層意思，一是矮化，即蠻夷之族的文化是次等文化，難登大雅之堂；二是醜化，即這種蠻夷文化代表的是落後與無知乃至愚昧與野蠻。這種“華夷尊卑”觀念導致的對伊斯蘭教的偏見由來已久。唐時大食人李彥升考取進士，即引起所謂“華夷之辨”。清代回族大儒劉智所撰《天方典禮》，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其中的評介稱：“國朝劉智撰。……每事詳為解釋，以自尊其教。回回教本僻謬，而智頗習儒書，乃雜援經義以文其說，其文亦頗雅贍。然根底先非，巧為文飾無益也。”其華夷之辯的文化偏見昭然紙上，但對回回人運用漢文的嫺熟及其文辭之美，卻不得不予肯定。在今日，將穆斯林社會的不發達歸咎於伊斯蘭教者亦不乏其人，更有將伊斯蘭教和穆斯林與恐怖主義相聯繫者，妄言伊斯蘭教乃暴力恐怖之淵藪，進而以為，伊斯蘭教是理當賤視的蠻夷之俗，或是理當鄙視的惡風陋習。

二、“洋化”的基督教：

“洋化”也有兩層意思，一是敵化，即將基督教視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工具，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二是媚化，即視其為值得敬仰的民主與科學的先進文化之代表。其實，儘管在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利用基督教爲其工具是不爭的事實，
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基督教的本質精神畢竟不是一回事。在今日，更有將西方的發達與成就與基督教相聯繫，以為其先進與發達，乃是基督教使然，是上帝對西方的特殊眷顧。故而以為，基督教不是理當仇視的洋教，便是值得仰視的先進文明，理當追求之，於是乎，信仰基督教、過耶誕節、起英文名便成爲前衛和時尚之舉，是追求文明與先進，否則便是落伍。

三、結語：

事實上，這種對伊斯蘭教、基督教的俯視或仰視、賤視或敵視的種種態度均不可取，而當以中華文化博大包容的胸懷，平視異己文化和宗教，惟其如此，方可推進不同文明及宗教間的良性互動和平等對話，進而共創中華民族“和而不同”的和諧文化。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確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給使者的經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經典。誰不信真主、天神、經典、使者、末日，誰確已深入迷誤了。」（4:136）本文採用馬堅的譯本。


� 「信道的人們」指的是穆斯林，那些委身於 “I bear witness that there is no god but the God and Muhammad is the messenger of God” 的伊斯蘭教信仰的人。伊斯蘭教從佔地開始就以兩個一神宗教信徒（猶太教徒和基督徒）為不信伊斯蘭教的人或是非穆斯林（the dhimmīs），後來也包括其他宗教信徒。這些不信伊斯蘭教的人，生活在穆斯林中間，雖然不用強迫改信伊斯蘭教，但要向管治他們的穆斯林交稅（Jizya），才得到他們的保護；以致在穆斯林中間生命和財產得以保存。參Mark R. Cohen, Under Crescent and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1994), 52.


� Tamara Sonn, A Brief History of Islam (Oxford/Malden/Victori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1.


� “People” 的字根是اهل，意思是 “people, members, followers, adherents, possessors”，“people of the Book” 解釋為 “people with a holy writ, monotheists (Christians, Jews)”。J. M. Cowan, ed. Arabic-English Dictionary, 4th ed. (Urbana, Spoken Language Services, Inc., 1994), 41.


� 李峰：《宗教社會的新視角：宗教组織研究》，《宗教學研究》，2005年第1期。


� 閱冠宗主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史實述評》，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6月版。





